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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治

理是否有效，不仅决定着乡村振兴的基础是

否牢固，也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是否切实得到

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 年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提出“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

路”，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的具体路径之一。显然，建设“三治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既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加强基

层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乡村治理与时俱进

从中国发展历史进程来看，乡村治理体制经历

了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以前礼治和法治混合的传

统乡村治理体制、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治理体

制、改革开放以来的村民自治体制。总体来看，乡

村治理体制的变迁取决于时代背景、国家体制和乡

村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

了深刻变化，乡村治理随之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

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制度

等三个方面。

如何走中国特色乡村善治之路
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刘合光

乡村振兴系列



首先是治理主体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工业化，

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显著，形

成了两种主导类型的乡村。一种是人口净流出村，

这种乡村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人外出打工，留下

的治理主体多为儿童妇女和老年人以及病残弱农

民。另一种是人口净流入村，特点是经济发达，外

来人口多，本地人口少。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乡村治

理主体的变化，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

过去人口净流出导致的发展滞后治理不到位的问

题，贵州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的经验就是围绕“人”

乡村治理的大事是收税费、催缴公粮、落实计划生

育政策，村庄治理抓好这三件事基本就行了。现在

乡村治理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治

理的赋役职能基本丧失，村民委员会承担的微观国

家经济功能被淡化，基础设施建设、五保、合作医

疗等治理内容已经由公共服务承担；当前治理的主

要内容包括土地流转、村庄环境整治、农业补贴、

集体经济管理、村务管理与监督，等等。湖北秭归

县梳理了村庄内不同性质、不同利益范围的公共事

务，分别在建制村、社区（村民小组）、村落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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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创

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并将其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具体路径之一。

的问题，推进抱团发展，制定乡规民约，优化党总

支 + 支部 + 党小组的乡村治理结构，组织带领群

众抱团发展合力治理。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

村，从 500 人不到的小村变成了 6.5 万人的大村，

人均年收入达12万元，主要经验是坚决实行“奉献、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制定了《村规民约》

《生态公约》《村民道德公约》等，建立健全村“两

委”领导、企业支持、居民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

乡村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

效促进了现代城市管理方式与传统乡村治理经验

的深度融合。

其次是治理内容的变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前，

实现自我治理，理清了乡村治理内容，建设了对应

的多层级的、立体式的村庄治理机构。

最后是治理制度的变化。过去乡村治理主要靠

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现在新型农村社会组织，

包括村民理事会等介入乡村治理，这意味着乡村治

理制度本身发生了变化。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制度的

新架构。“三治融合”由嘉兴下辖的桐乡市高桥

镇率先探索实践，嘉兴市总结推广高桥镇的做法，

在村（社区）层面，普遍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社区

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

法律服务团和道德评判团，吸纳乡贤、村民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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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广泛参与基层事务、矛盾化解，基层社会治

理呈现出“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

的新气象。湖北秭归县对农村治理体系进行重新设

计，构建起“双线”农村治理运行网络，即村务管理，

保留“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村落”三级构架；

社会治理，实行“村‘幸福村落’创建工作指导委

员会（非常设机构）-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

三级构架，由一种单一层级的、平面式村民自治转

向多层级的、立体式的村庄治理。

三大主要变化加上农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

向、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乡村治理面临一些

新问题、新挑战。依靠自治、法治、德治三大机

制配合发挥作用，才能实现乡村善治。自治是根本，

通过自治构建村民直接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平台，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法治是保障，维护乡村社会

稳定。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

必由之路，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城乡一体

化进程的推进，法治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乡村德治起着基础性治理作用，可凝聚起强大的

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预防并减少社会矛盾，降

低乡村治理成本。

“乡村善治”四路径

放眼世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数个世纪的乡村

治理，逐渐发展形成了符合本国特色的农村发展模

式。其中，东亚乡村治理模式以日本的造村运动、

韩国的新村运动为代表，主要目标是缩小城乡差

距、振兴乡村发展；西欧乡村治理模式注重乡村的

生态环境、景观保护以及文化条件等方面的建设，

德国注重村庄更新，荷兰注重农地整理，瑞士注重

乡村建设，法国注重农村改革；北美乡村治理模式

以美国的乡村小城镇建设、加拿大的农村协作伙伴

为典型，提倡城乡一体化，追求农村的经济、政治

平衡发展。上述乡村治理模式对于缩小相应国家城

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促进

现代化农村发展都具有明显的成效。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显著不同。中国在较短的

时间内实现西方国家经历几百年才完成的城镇化、

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国乡村发展面对的国情、

治理之路与西方国家有显著差别，实现中国乡村治

理有效目标和要求，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

善治之路。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指出，要健全

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

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

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

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第一，乡村善治的目标是打造充满活力、和谐

有序的善治乡村。乡村善治强调“善治”，注重打

造乡村活力，让乡村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活力迸发，

让乡村充满生机。乡村善治注重构建乡村秩序，让

乡村参与主体和乡村各项事务和谐有序发展。湖北

省保康县尧治河村建设具有山区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道路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该村大力发展

集体经济，目的是使山区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建

设乡村治理秩序，激发乡村活力。

第二，乡村善治的重要手段是组织振兴。乡

村治理和振兴，离不开组织振兴。要强调发挥基

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的作用。

打造好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振兴才会蹄

疾步稳。推进乡村组织振兴，要坚定不移发挥好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厚植党在农村

的执政基础。各地丰富而且特色鲜明的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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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集中体现的一个共性特征就是，党组织坚

强有力的乡村，乡村治理才是有活力的，乡村发

展才是和谐有序的。

闻名全国的浙江诸暨枫桥乡村治理模式依靠

的是组织，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具有历史品格也符

合时代发展趋势。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是强化社

会管理、实现地方善治的经验 , 更是夯实党在基

层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经验。湖北省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逐步从贫穷走向温

饱，从落后走向现代，从荒芜走向文明，从小康步

入殷实，其乡村治理的密码就是党建引领，夯实党

建，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就是给乡村治

理装上了一个动力强劲的火车头。

第三，乡村善治是建立现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善

治。现代乡村治理体制强调多元主体共同治

理，要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社会力量、乡

村居民在乡村治理中的相应主体作用。党委

要发挥领导乡村善治的作用，政府要负起推

进乡村善治的总责，社会力量要协调聚焦于

乡村善治，乡村居民要充分发挥治理乡村的

主人翁精神。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目标对焦，

作用配合，协调推进现代乡村治理，协力达到

乡村善治目标。浙江仙居县淡竹乡发动全乡

党员干部群众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广低碳

生活方式，发展绿色产业，形成了新的乡村

治理模式，建立了现代乡村治理体制，发挥

了多元主体的力量，一是党员示范，协同推进，

实行党员网格化管理；二是乡党委政府通过

设计“擂台赛”，开展督评奖励，引领和激

励乡村和民众积极优化乡村治理；三是发动

群众，全民参与，制定和执行“绿色公约十条”；

四是以绿色货币为诱因，诱导游客自觉践行

乡村低碳旅游参与乡村绿色治理。

第四，乡村善治是促进“三治结合”的

善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强调多元措施综合发力。

浙江武义城郊的后陈小村以村务监督为核心

的乡村治理机制，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

向，是乡村自治的典型。浙江嘉兴全面推广

了乡村治理“三治融合”模式，手段从行政

为主的单一型，转向行政、法律、道德等的

综合运用，思路一变天地宽，打开了乡村基

层社会治理的死结。

“三治结合”是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创新

的内核，开辟了现代乡村治理的新境界，为

乡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奠定了坚实的体

系架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指出：

要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把夯实
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
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充满活力、和谐
有序的善治乡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乡村善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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